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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厂恶臭烦恼模拟评价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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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某污水处理厂有组织及无组织源进行采样调查,基于 CALPUFF模型建立恶臭评价因子,对恶臭扰民进行判定,并通过厂界样品检测、现场嗅探

监测、居民问卷调查 3 种方式对模型模拟结果进行验证.结果表明,该污水处理厂在各个方向上的恶臭防护距离为 200~1450m,周边 8 个居民区可引起

恶臭烦恼;模型模拟得到的臭气浓度及居民烦恼与验证结果一致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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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odor annoyance from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with air dispersion model and its validation. WANG 

Wen-mei1, ZHANG Yan2,3*, JING Bo-yu2, ZHANG Zhi-yang2, YANG Wei-hua2,3, GENG jing2 (1.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Engineering,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2.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Laboratory of Odor Pollution 

Control, Tianjin Academy of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Tianjin 300191, China；3.Tianjin Sinodour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 

Ltd., Tianjin 300191, China).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2,42(8)：3584~3590 

Abstract：The odor emission sources were sampled from a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and the odor annoyances were simulated by 

air dispersion model and validated through plant boundary monitoring, on-site sniffing monitoring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paration distances of the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were 200~1450m around all directions and its eight 

surrounding residential areas were detected to have odor annoyance. The results simulated with air dispersion model have good 

consistency with those from monitoring results and residents’ evaluation. This study can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standardization 

of odor pollution evaluation method and odor impact criterion in China. 

Key words：air dispersion model；questionnaire survey；OIC；odor annoyance；separation distance 

 

2018 年中国城市污水年排放量为 521.1 亿 m
3
,

城市污水处理厂数量为 2321座,较 2017年增加 112

座
[1]
.污水处理厂内部排污节点多,而这些排污节点

多数为面源污染,其管理及收集处理大多不到位导

致恶臭污染严重.并且,一般污水处理厂建设年限较

早且规划时距离城市较远,但随着城市的扩张,周边

不乏有大规模或高档居住区,其恶臭污染直接导致

与周边居民的矛盾激化引发投诉,不利于社会的安

定和谐
[2]
. 

目前,我国城镇污水恶臭管理主要依据《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
[3]
、《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4]
、《城镇污水

处理厂臭气处理技术规程》(CJJT 243-2016)
[5]
等,这

些标准政策从排放源及厂界排放限值、恶臭处理设

施设计、污水厂内部设施管理等角度来对城镇污水

处理厂进行管理.但对于恶臭扰民事件,涉及到敏感

点的恶臭污染状况,需考虑敏感点进一步判定恶臭

污染的环境影响
[6]
. 

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

恶臭影响评价导则中推荐了 CALPUFF作为恶臭法

规模型,并分别验证了其在恶臭污染扩散模拟评价

中的有效性.CALPUFF 为拉格朗日烟团模型,可应

用于非稳态及非均匀的气象流场.Sironi 等
[7]
在调查

了意大利北部 4 个炼油厂恶臭排放的基础上,对比

CALPUFF模型模拟结果及恶臭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其恶臭发生频次的一致性可达 86.5%;Laura 等
[8]
对

比了 CALPUFF 模拟和现场监测的恶臭发生频率, 

同样显示两者有较好的一致性.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主要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

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
[9]
,其中推荐的中小

尺度空气质量模型包括CALPUFF模型,但导则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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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恶臭评价因子相关规定,对于模型的可靠性及适

用性方面研究仍较为欠缺.并且,对于环境敏感区来

说,我国也缺少相应的恶臭质量标准(OIC)来评判恶

臭扰民情况
[10]

.我国恶臭评价方法与质量管理目标

的缺失造成无法科学评价污染的影响程度和影响

范围,也无法确定合理的安全防护距离,严重影响建

设项目的科学选址与污染防控. 

基于此,本研究对某污水处理厂点源、面源等所

有排放源进行采样监测,基于恶臭污染为感官污染

且具有瞬时性特点,应用CALPUFF模型建立恶臭评

价因子,基于德国 OIC 模拟并计算某污水厂恶臭防

护距离及对周边居民区的扰民影响.在此基础上,利

用周界样品检测、现场嗅探监测、居民问卷调查 3

种方式,验证模型模拟结果的可靠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污水处理厂简介 

该污水处理厂占地面积约 29.5万 m
2
,设计处理

能力为 40万m
3
/d,收水面积为 7441hm

2
,服务人口约

111万人,工厂企业约 730家.该污水处理厂的臭气来

源有格栅、沉砂池、初级池、曝气池、二级池和污

泥脱水间,其中,格栅和污泥脱水间的气体通过烟囱

收集并采用等离子工艺处理. 

1.2  污染源监测方法 

调查某污水厂的恶臭源排放节点,细格栅和污

泥脱水间排放筒作为点源,采用 SOC-01 型采样装

置在采样点进行“肺法”取样(天津迪兰奥特环保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采用便携式烟气含湿量检测仪测

量烟气出口温度及速度(青岛明华电子仪器有限公

司);沉砂池、初沉池、曝气池、二沉池作为面源,采

用自主研发的风洞法采样器进行采样,该采样器的

设计依据德国 VDI 3880标准
[11-12]

. 

采样集中在 2018年 5~7月春夏季,每个设施分

别采集 6 次,采集时间跨越 08:00~18:00 不同时段.

为避免采样袋本底 VOCs 干扰,采样前用样品气体

将采样袋清洗 2 次.采样完成后在 24h 内将所有样

品送往实验室进行分析.利用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13]

计算臭气浓度. 

1.3  模型方法 

1.3.1  源恶臭排放率  点源和面源恶臭排放率的

计算方法
[14]
分别如公式(1)、(2)所示. 

 Q1 = C⋅V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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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1 为点源恶臭排放率,OU/s;C 为臭气浓度, 

OU/m
3
;V 为烟气出口速率,m

3
/s;Q2 为面源恶臭排放

率,OU/s;L为出口风量,m
3
/s;S1为风洞表面积,m

2
;S为

设施总面积,m
2
. 

我国的臭气浓度单位是无量纲,欧洲及澳洲等

很多国家和地区使用 OU/m
3
作为臭气浓度单位,而

这 2个单位都表示是稀释到嗅觉阈值的稀释倍数
[15]

,

所以其代表的物理含义一致.为方便计算,将臭气浓

度单位设定为 OU/m
3
. 

1.3.2  空气质量模型  CALPUFF 模型是美国 EPA 

支持开发并推荐的,为非稳态三维拉格朗日烟团模式,

可利用三维气象场模拟排放源大气污染物的传输、

扩散、干湿沉降等过程
[16-17]

,不同国家和地区推荐使

用该模型进行气味扩散的模拟
[18-19]

,该模型是我国大

气环境影响评价导则中推荐的法规模型.其中,烟团

污染物浓度到环境点浓度如公式(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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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 为地面臭气浓度,OU/m
3
;Q 是烟团中恶臭源

强,OU/s;σx 是烟团中顺风方向高斯分布的标准偏

差,m;σy为侧风方向高斯分布的标准偏差,m; σz为垂

直方向高斯分布的标准偏差,m;da为顺风方向上烟团

中心到环境点的距离,m;dc为侧风方向上烟团中心到

环境点的距离,m;g是高斯方程的垂直项,m
-1
; Hc为烟

团中心点到地面的有效高度,m;h为混合层高度,m. 

1.3.3  气象数据  采用气象数值模式 WRF 生成气

象数据作为输入数据
[20-21]

,该数据为 2018 年全年小

时数据,其精度为 1km,包括风向、风速、气压、温度、

相对湿度、总云量和低云量.距地面 10m垂直高度下,

该污水厂所在地 2018 年主导风向为南(S)及西北

(WN),全年年均风速为 3.71m/s,静风频率(风速小于

0.5m/s)为 1.61%,约 141h,其风玫瑰图如图 1所示. 

1.3.4  其它参数  根据环评导则规定和模型特点,

确定预测范围为以细格栅排气筒为中心点,边长为

32km 的矩形区域.为了准确描述各污染源及敏感点

的位置,定量污染程度,对评价区域进行嵌套网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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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其中最小网格为 50m×50m. 

 

 

图 1  2018年天津风玫瑰 

Fig.1  Wind rose of Tianjin in 2018 

模拟计算区域包括居民区和工业区,采用 1km

精度的 GLCC 格式数据对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分析;

并且,考虑复杂地形对空气扩散的影响,采用 90m 精

度的 SRTM格式数据对地形进行分析. 

1.3.5  恶臭防护距离判定  利用空气质量模型模

拟恶臭影响,若进一步确定恶臭防护距离,需结合恶

臭影响质量标准(OIC)
[22]

.我国只有恶臭排放标准,

环境质量标准制定主要考虑的是健康风险,缺乏针

对恶臭感官扰民风险的质量标准. 

国外 OIC 一般是利用臭气浓度+恶臭发生频率

的方式
[23]

.德国对于其居民区及混合区制定 OIC 为

C = 1OU/m
3
, P = 90%,其中,C为臭气浓度;P为可接

受的恶臭发生频率,即全年超过臭气浓度 1OU/m
3
的

频率大于 10%即为超标
[24]

;除此之外,利用峰/均值因

子 F=4 将利用空气质量模型得到的 1h 平均环境臭

气浓度转化为瞬时峰值浓度,使得符合恶臭污染发

生瞬时性特点
[25]

.本研究引用德国 OIC 计算恶臭防

护距离,判定居民是否受污水恶臭烦恼. 

1.4  模型验证方法 

1.4.1  厂界采样监测  采样集中在 2018年 5~6月春

夏季 ,按照《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905-2017)
[26]
的方法进行采样,采样点位如图 2所示.当

感受到恶臭污染发生事件时,采用无动力瞬时采样瓶

取样(天津迪兰奥特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共采集

样品2个.采样完成后在24h内将所有样品送往实验室

进行分析.利用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13]
计算臭气浓度. 

1.4.2  敏感点现场嗅探监测  现场监测评估区为

从周界边缘至评估区域外边界的距离为 1000m 的

圆形区域.监测区域细化为边长为 250m 的网格,每

个网格为正方形,每个网格的 4 个角作为恶臭敏感

点位,监测点位如图 2 所示.在规定的网格点位,基于

臭气强度对恶臭影响特征进行记录描述.评估人员

在指定点位测量 10min,每 10s记录 1次,感知恶臭的

情况
[27]

.嗅探监测集中在 2018 年 7 月,每个点位共监

测 6次.其中臭气强度利用日本 6 级强度表示法表示,

具体为:0级-无臭;1级-刚好能感觉到臭气,不能确定;2

级-微弱的臭气,能确定;3级-明显的臭气;4级-强烈的

臭气;5级-非常强烈的臭气. 

为验证空气质量模型模拟结果,将臭气强度转

化为臭气浓度 .其中浓度强度的关系式引用耿静

等 

[28]
对恶臭污染所有典型行业的 679个样品臭气强

度和臭气浓度的测试结果,如公式(5)所示. 

 I=0.5893lnC-0.7877  R
2
=0.99965 (5) 

式中:I 为臭气强度;C 为臭气浓度,是将气体稀释到

嗅觉阈值的稀释倍数. 

 

 

图 2  污水处理厂厂界监测点 B及居民区现场监测点位

S1~S43分布 

Fig.2  Monitoring point (B1) from the boundary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and measurement points (S1~S43) from 

residential areas 

1.4.3  居民问卷调查  人群对该污水处理厂恶臭

干扰进行问卷调查
[29-31]

.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两个部

分,第一部分为一般性社会人口数据,包括年龄、性

别、住址、本小区居住时间,第二部分为环境压力因

素调查,包括居住环境满意度以及污染来源调查,如

噪声、交通、餐饮、垃圾、污水等.若污染来源有污

水,问卷调查还包括:臭气强度等级,具体分级与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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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一致;恶臭干扰等级,具体为:0 级-无干扰;1 级-

轻微干扰;2 级-一般干扰;3 级-严重干扰;4 级-非常

严重的干扰.将恶臭干扰等级 2~4 级作为受到恶臭

干扰,计算人群受恶臭干扰比例,进行恶臭烦恼评价. 

问卷调查时间为 2018年 7月,采取面对面调查

方式,对该污水厂周边 1.1km范围内共计 17个小区

居民进行调查,如图 3所示.由于污水厂北侧 500m外

无居民,无法继续进行人群效应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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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污水处理厂周边问卷调查居民区 1#~17#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seventeen surrounding residential areas 

(1#~17#) from the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2  结果与分析 

2.1  污染源源强参数对模拟结果的影响 

污水处理厂的主要工艺包括预处理、生物处理

和深度处理工艺.其中生物处理及深度处理整体臭

气排放相对预处理阶段较少.因此,分别模拟污水处

理厂全部恶臭发生源、除二沉池的恶臭发生源、除

曝气池和二沉池的恶臭发生源,模拟对周边环境影

响变化,如图 4所示. 

由图 4可以看出,对比有无二沉池模拟前后,其对

周边的影响程度及影响范围基本上没有变化;对比有

无曝气池、二沉池模拟前后,其对周边的影响程度及

影响范围明显降低了.其中,曝气池、二沉池的单位面

积恶臭排放率分别为 6876,1224OU/(m
2
⋅h),且曝气池

的总体面积(18500m
2
)为二沉池总体面积(2400m

2
)的

7.7 倍,相对较高恶臭排放速率使曝气池对周边敏感

点的恶臭排放贡献较大,而二沉池相反.Frechen
[32]
在

1994~2003年间对德国不同规模、不同处理技术、不

同工厂设计和不同操作条件的污水厂进行调查并对

其各个恶臭排放环节的恶臭源强进行测量,结果表明,

在德国13个污水厂中,其曝气池的平均单位面积恶臭

排放速率为 510OU/(m
2
⋅h),最高单位面积恶臭排放速

率为 2113OU/(m
2
⋅h); Dinçer等

[33]
于 2018年对土耳其

伊兹密尔城污水处理厂进行采样,该污水厂处理的污

水为混合生活废水和预处理工业废水,处理能力为 60

万 m
3
/d,其曝气池单位面积恶臭排放速率高达

45720OU/(m
2
⋅h),不同地域、不同类型污水厂之间曝气

池单位面积恶臭排放速率差距较大,但总体来说恶臭

排放速率均不低.综上所述,进行污水处理厂的评价及

管控时,不止要关注恶臭较高的粗格栅、细格栅及沉

砂池这些预处理阶段,还要关注易被忽略的生物处理

阶段(如曝气池).特别是城镇污水厂处于敏感地区时,

其生物处理需进行加盖封闭和微负压收集等措施,将

臭气集中收集后处理. 

 

 
图 4  基于全年小时最大臭气浓度,污水处理厂全部恶臭源、除

二沉池的恶臭源、除曝气池和二沉池的恶臭源对周边的影响 

Fig.4  Environmental impact emitted from all odor sources, all 

odor sources expect for secondary sedimentation tank, all odor 

sources expect for aeration and secondary sedimentation tank 

of the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based on the maximum  

odor concentration of one-hour value in the whole year 

全部恶臭源       除二沉池的恶臭源    除曝气池

和二沉池的恶臭源 

2.2  模型模拟评价 

利用 CALPUFF模型模拟污水处理厂全部污染

源的全年小时臭气浓度,结合德国 OIC 判定居民是

否受污水恶臭烦恼,如图 5 所示.进一步以风向角度

表示方向,以10°为增量总结污水厂不同方向的影响距

离如图 6所示. 

由图 5可知,对于污水厂东侧 1
#
~5

#
居民区,恶臭

发生频率均低于 10%,基本不受污水厂恶臭烦恼;对

于污水厂北侧 6
#
~9

#
居民区,恶臭发生频率大多居于

15%~50%,受恶臭烦恼较为严重;对于其西侧及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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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 10
#
~17

#
居民区,10

#
、12

#
、15

#
、17

#
居民区恶臭发

生频率均在 10%以上,受污水厂恶臭烦恼,11
#
、13

#
、

14
#
、16

#
均有一小部分居民受到恶臭烦恼.总体来

说,6
#
~10

#
、12

#
、15

#
、17

#
居民区均处于恶臭防护距

离范围内,均受到恶臭烦恼;11
#
、13

#
、14

#
、16

#
居民

区一小部分区域属于恶臭防护距离之内,可受到恶

臭烦恼;1
#
~5

#
居民区不受恶臭烦恼. 

  

恶
臭
发
生
频
率
(%

) 

 

图 5  基于德国恶臭影响质量标准的污水处理厂及周边全

年恶臭发生频率 

Fig. 5  Odor frequency of a whole year basing on Germany 

odor impact criteria in the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and its surrou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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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基于德国恶臭影响质量标准的污水处理厂不同方向

防护距离 

Fig.6  Direction-dependent separation distances of the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basing on Germany odor  

impact criteria 

由图 6 可知,该污水处理厂在各个方向上的恶

臭防护距离在 200~1450m 之间,其中北侧和南侧受

恶臭影响距离最远,其防护距离超过 1200m,而东侧

受恶臭影响距离最近,最近仅为 200m.由图 1风玫瑰

图可知,全年的盛行风为南及西北风,全年风向频率

最低为东风,防护距离远近与风向密切相关
[34]

. 

2.3  模型验证 

2.3.1  监测验证  分别利用敏感点臭气强度现场

嗅探监测和周界臭气浓度监测进行验证.本研究对

周界进行臭气浓度监测,说明模型模拟的可靠性.采

样期间,共 2 次在厂界 B1监测点闻到气味并进行采

样测试,2次监测臭气浓度分别 131、42.模型模拟监

测时刻厂界 B1监测点的臭气浓度小时值,耦合德国

峰/均值因子得到模拟臭气浓度瞬时值,分别为 88、

32,模拟结果与厂界监测结果在数量级上基本一致. 

为进一步验证恶臭污染模拟结果的准确性,进

行现场嗅探监测,对比相同时间相同点的预测数据

与嗅探监测数据.此次监测在 S11、S13、S15、S23 4

个点位发现有来自污水处理厂的恶臭事件,嗅探到

的最大臭气强度分别为 2.5 级、3 级、2 级、3 级.

利用公式 5,将现场监测臭气强度转换成臭气浓

度,S11、S13、S15、S23转换后的臭气浓度分别为 265、

671、113、671. 

模型模拟嗅探监测时刻 S11、S13、S15、S23嗅探

监测点的臭气浓度小时值,耦合德国峰/均值因子得

到模拟臭气浓度瞬时值,分别为 232、236、164、296,

模拟结果与现场嗅探监测结果在数量级上基本一致. 

2.3.2  居民问卷调查  调查共得到 189 份有效问

卷,其中被调查人员包括女性 91 人、男性 98 人,约

36%调查者的年龄在 18~45周岁之间,约 64%调查者

的年龄在 45 周岁以上.115 位调查者在所住小区居

住时间少于 5 年,35 位调查者在所住小区居住时间

在 5~10年之间,39位调查者在所住小区居住时间超

过10年.除了污水气味,13名被调查者认为受到噪声

影响,21 名被调查者认为受到垃圾气味等其他环境

压力因素的影响. 

由表 1可知,对于污水厂东侧 1
#
~5

#
居民区,平均

臭气强度等级为 0 且不受恶臭干扰;对于污水厂北

侧 6
#
~9

#
居民区,臭气强度等级为 2.5 以上,可闻到较

为明显的污水气味,恶臭干扰比例为 33%~75%,受恶

臭烦恼较为严重;对于其西侧及西南侧 10
#
~17

#
居民

区,10
#
、11

#
、12

#
、15

#
、17

#
居民区平均臭气强度等

级为 1.4~3.0,恶臭干扰比例 29%~63%,均受到恶臭

烦恼,16
#
居民区不受到恶臭干扰,13

#
、14

#
居民区平

均臭气强度等级仅为 0.8,气味较微弱,恶臭干扰比例

仅为 10%,这 2个小区问卷调查份数均为 10份,恶臭

烦恼比例均为 10%,说明仅有一人感受到污水厂的

气味并对其产生干扰.总体来说, 1
#
~5

#
、16

#
居民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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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污水厂恶臭烦恼,6
#
~12

#
、15

#
、17

#
居民区受到

恶臭烦恼较为严重,13
#
、14

#
居民区可能有部分居民

受到恶臭烦恼.总体来说,17个居民区中16个居民区

的调查问卷结果与模型模拟均较为一致,说明模型

模拟结果可信度较高. 

表 1  被调查居民区的问卷份数、平均臭气强度等级以及恶

臭干扰比例 

Table 1  The questionnaire number, averaged odor intensity 

and percentageof odor annoyance by respondents in 

investigated residential areas 

居民区编号 问卷数(份) 平均臭气强度等级 恶臭烦恼比例(%)

1# 10 0 0 

2# 9 0 0 

3# 10 0 0 

4# 11 0 0 

5# 12 0 0 

6# 10 2.8 75 

7# 10 2.5 33 

8# 12 2.8 64 

9# 13 3.0 45 

10# 11 3.0 63 

11# 11 2.4 55 

12# 12 2.1 44 

13# 10 0.8 10 

14# 10 0.8 10 

15# 12 2.5 50 

16# 11 0.7 0 

17# 15 1.4 29 

 

不同的面源源强估算方法、气象数据、空气质

量模型、OICS等均会导致不同的恶臭污染影响结果,

如 Brancher等
[35]
利用德国、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

昆士兰州的 OIC 进行防护距离对比分析,发现不同

的OICS在主导风向上恶臭防护距离有所差距.因此,

随着恶臭扰民问题愈发突出,亟需研究适合我国恶

臭源、人群敏感性、地域特点等的恶臭污染模拟评

价方法及恶臭质量标准,为建设项目设置合理恶臭

防护距离、恶臭扰民评价提供管理支撑. 

2.4  不确定性分析 

2.4.1  面源恶臭排放速率计算存在不确定性  本

研究针对污水面源恶臭排放速率,采用的方法为德

国的标准方法——风洞采样法.面源源强采样估算

方法主要包括风洞法、通量箱法和静态箱法
[36]

,这 3

种方法均是将采样装置置于面源表面,罩住一定的

表面积,以一定速率向采样器内通入载气使其与面

源挥发的污染物均匀混合,然后再排气进行采样的

一种方法.但是由于每分钟通入载气的体积不同,其

箱体的形状不同等,可得到不同的恶臭源排放速率,

均会导致恶臭源排放速率结果与实际结果有一定

误差;并且,国标方法《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

比较式臭袋法》(GB/T 14675-1993)
[13]
为 6名嗅辨员

嗅辨得到臭气浓度,嗅辨员的嗅觉敏感度不同可能

会导致一定的差异;此外,输入的恶臭污染源排放速

率采用 2018年 5~7月 6次实际监测值,不能完全代

表该污水处理厂长期的恶臭排放量. 

2.4.2  模型模拟存在不确定性  本研究利用 WRF

模型计算气象数据,CALPUFF模型模拟环境恶臭影

响.由于模型模拟本身在参数选取、模型计算等方面

具有一定不确定性,会对模拟结果带来影响
[37]

. 

2.4.3  受体人群不确定性  本研究利用 189 份居

民调查问卷验证居民受到的恶臭影响,这与调查人

群的年龄、居住时间、对污水气味敏感度、健康状

况等情况有关,调查人群的样本不能完全代表住在

污水厂周边所有人群的受污水干扰状况. 

3  结论 

3.1  城镇污水处理厂生物处理阶段对周边有一定恶

臭影响,因此,在进行污水处理厂评价或管控时,应尽可

能考虑所有产臭单元对周边的影响.若城镇污水厂处

于敏感地区时,其污水生物处理过程需进行加盖封闭

和微负压收集等措施,将臭气集中收集后处理. 

3.2  模型模拟结果表明,该污水处理厂在各个方向上

的恶臭防护距离为 200~1450m,防护距离远近与风向

密切相关.对于居民区来说,6#~10#、12#、15#、17#居

民均受到恶臭烦恼;11#、13#、14#、16#居民区一小部

分区域受到恶臭烦恼;1#~5#居民区不受恶臭烦恼. 

3.3  通过周界样品检测、现场嗅探监测比对模型模

拟的臭气浓度结果,模拟结果与监测结果较为一致;

通过居民问卷调查比对模型模拟结果,模型模拟的

恶臭扰民结果较好,可信度较高;并且,随着恶臭扰民

问题愈发突出,亟需研究适合我国恶臭源、人群敏感

性、地域特点等的恶臭污染模拟评价方法及恶臭质

量标准,为建设项目设置合理恶臭防护距离、恶臭扰

民评价提供管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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